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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
演化及启示

缪 德 刚

摘　要：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几乎是各个时代经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该问

题的论证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分析方法的革新。对相关刊载

文本的全面检索，有助于系统归纳国民财富指标及其测算方法在近代中国的演化路径。

其中，存量指标 “国富”的采纳与国民财富增长问题的探讨有关，而流量指标 “国民

所得”的运用源于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的提出与关注。基于中国近代的历史背景，解

答不同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经济分析方法变革的原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思

想变革的现实基质值得案例化考量，经济分析方法的总结与提炼也应当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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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思想史领域关注中国近代经济学学术化发展问题的著述十分丰富，相

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在中国近

代的传播进行探讨；① 其二是从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提炼出民生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议题并进

行针对性研究；② 其三将中国近代的某些学术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展示该学术群体在经济学领域

的建树。③ 不难发现，这些成果侧重梳理中国近代经济学学理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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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７；缪德刚：《经济思想转型与经济学的早期本土化———基于 〈国富论〉在近代中国传播
的考察》，《财经问题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相关研究参见程霖、张申、陈旭东：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 《经济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９
期；熊金武：《近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研究———以民生经济学为例 （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相关研究参见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研究在西方的反响》，《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易棉
阳：《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以留学生为中心的考察》，《财经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７期；刘
杰：《学术社团与知识建构———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统计学社》，《统计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众所周知，经济分析手段不仅有理论，还涵盖分析方法。经济学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化发展
不单表现于理论层面，还包括分析方法的采纳与推广。特别是随着２０世纪前期社会调查数据的
获取，定量分析方法被社会各界广泛接受。目前，涉及该内容的研究主要停留在近代数据的整
理、校对及使用上，① 从思想史、方法论角度展开讨论的成果暂付阙如。

进入２１世纪，一些学者从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揭示了国民经济统计对于经济分析理论与
方法的历史影响。福格尔等介绍了库兹涅茨 （Ｓｉｍｏｎ　Ｋｕｚｎｅｔｓ）对美国国民收入核算以及运用相
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方面的贡献，② 莱彭尼斯回顾了国内生产总值在英、美、德三国的发展及其
在政治方面的价值，③ 贝里斯奇梳理了法国大革命之前重农学派尝试推行的农业统计。④ 此类著
述大多取材于欧美国家，鲜有关注中国的相关问题。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国民财富指标开始被国人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国近代的国民财富数据
自发布以后，得到了广泛引用，也产生了国际影响。这些数据主要基于两个总量分析指标呈现，

即 “国富”和 “国民所得”。前者如高桥秀臣估算的中国部分省份的财富数值，⑤ 《申报年鉴》刊
载的中国 “国富”数值。⑥ 后者如克拉克对１９２５—１９３４年间中国 “国民所得”概数的年均估
计，⑦ 巫宝三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中国 “国民所得”的历年估值，⑧ 刘大中对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中国
“国民所得”的历年估算，⑨ 等等。

经国际统计学会、国际联盟统计专家委员会以及有关统计学者的改进、规范与推广， “国
富”“国民所得”成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在世界各国通行的国民财富总量测算指标，然而
中国采纳它们的动因并不全然相同。中国学术界不仅将 “国富”“国民所得”数值用于把握本国
既有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注重通过它们量化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独具地域特质、时代特点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关涉 “国富”“国民所得”的系列成果先后问世，近代学者在实现国民经济
测算自主化方面作出了迄今依然值得审视的先期探索。那么，在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
识体系的今天，如何结合时代情境合理运用既有的理论与方法并实现突破创新？从这个层面上
说，系统梳理并揭示 “国富”“国民所得”被采纳的现实诱因和学理因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较之于已有成果，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第一，与注重经济思想史演进脉络梳理的成
果不同，本文以 “国富”“国民所得”两个指标在近代中国的应用为核心探讨内容，呈现经济分
析方法的变革与分析工具的取舍。第二，包括国民财富指标在内的经济指标都有特定的经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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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参见龙登高、何国卿：《土改前夕地权分配的检验与解释》，《东南学术》２０１８年第４期；关永
强：《近代中国工业生产指数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缪德刚：《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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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史含义，对它们的采纳与应用也受到了一定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本文借由 “国富”“国民所
得”两个指标，为时下从事经济学定量分析提供一些省思。第三，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工具，

国民财富指标测算推进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化发展，而国民财富测算指标的更迭反映了中国本
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一、“国富”：财富存量指标在中国的采纳与摒弃

（一）“国富”指标使用的阶段特征

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国富”一般是国民财富的简称。作为一项经济指标，“国富”是指一
个国家或地区中工厂、房产、机械设备、制成品、原材料等各种财富的总和，是社会生产活动
的历年累积。①

清末维新人士通过创办杂志译介国际经济、军事、政治领域的时事，部分国家的 “国富”

数据由此得以刊载。１８９９年，在维新派主办的 《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分别刊发了日、美两
国的国民财富数值。日本 “国富”数值来自该国学者经调研得到的概算数据，调研项目包括土
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器、各类会社及银行既纳
资金、现金、商品等。② 美国国民财富水平为 《统计公册》披露的１８８８—１８９８年人口、年收入、

进口、出口、铁路公司营运状况等。③ 不难发现，清末知识分子试图通过 “国富”数据展示世界
经济形势，并以此表达推动社会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从文献检索来看，相当数量的 “国富”著述主旨介绍 “国富”数据。涉及日本 “国富”

问题的著述较多，反映了日本长期重视国民经济测算的事实，也说明了评估日本的国家实
力是当时较为关注的研究内容。此外，军事力量、对外贸易、 “国民所得”、经济建设、教
育等问题是与 “国富”相关的热点议题。“国富”著述发表高峰时段为２０世纪１０年代中期
至３０年代中期，２０世纪１０年代中期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后分别为增长期、式微期。

结合文献的全文核心词频次分析，１８９９—１９４８年 “国富”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１８９９—１９１３年的引进介绍阶段、１９１４—１９３８年的评价吸收阶段和１９３９—１９４８年的比较扬弃
阶段 （见表１）。

在１８９９—１９１３年引进介绍阶段，“国富”著述的刊发媒介通常是维新人士、留学归国
人员、教会等创办的以 “某报”为名的杂志。文献内容多数为扼要介绍或列表比较日、法、

奥、俄、英、德、意、美等国家 “国富”数值，少有针对性分析。引介的 “国富”数据来
自西方学者及专门机构的估算，中国数据则来自日本学者高桥秀臣对中国部分省份的 “国
富”调查结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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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民财富》，《学习》１９４１年第３卷第１１期。
《亚洲近事：日本国富概算表》，《知新报》１８９９年第８５期。
“富力”代表国家的富裕程度，国家富力可以理解为 “国富”。（《中外论丛：纪美国富力之盛》，《亚东
时报》１８９９年第１６—１７期）

有关数据可参见缪德刚：《中国近代国家资产总量———基于 “国富”指标的项目整合与数据考证》，《中
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表１　 “国富”类文献核心词频次统计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频次

１—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１５次 １６次及以上

１８９９—１９０３ 国外类 日本、美国

１９０４—１９０８

国外类 列国、比鲁
理论类 比较
损益类 应用理学

１９０９—１９１３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列国
理论类 比较
关系类 军力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各国、美国、英国、侠泊岛
理论类 调查、比较、增进
关系类 民富、财源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

国外类 美国、英国、德国、捷克 日本 各国
理论类 增减、比较 调查
关系类 财产 国债
损益类 欧战、赈灾

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国内类 中国
国际类 德国、英国、苏联 美国 日本、各国

理论类 发展
调查、变动、

比较
关系类 人口
损益类 欧战、对外贸易、影片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国内类
台湾、康藏、上海、各县、

江苏、九江、洛阳、商丘
中国

国际类
英国、法国、瑞士、

苏联、檀香山华侨
美国 日本 各国 （２８）

理论类
《国富论》、增减、方法、分配、

亚丹·斯密、计划、财政、平均
调查、比较

关系类
国债、军力、民贫、

海权、国家收入

损益类
对外贸易、输出、汽车运输、

人力经济、节俭、国货

１９３４—１９３８

国内类
广东、西康、各县、

华北、江西、四川
中国 （２４）

国际类 美国、英国 日本 各国 （３６）

理论类
增减、方法、现状、

农村

统计、

《国富论》
比较 （３６）

关系类
国际关系、国民所得、

建设、民生
损益类 教育、战争、对外贸易

１９３９—１９４３

国内类 中国、江西、湖南
国际类 日本、各国、菲律宾
理论类 统计、增减
关系类 军力
损益类 来源、国货、教育、富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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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频次

１—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１５次 １６次及以上

１９４４—１９４８

国内类 四川
国际类 美国
理论类 统计、增减、《国富论》

关系类 民财
损益类 节约、集邮、国货

　　　注：“国富”类文献检索范围涵盖 “国富”与 “富力”两种文献，同组核心词频数递减。

资料来源：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整理。

在１９１４—１９３８年评价吸收阶段，“国富”著述数量明显增加，且带有鲜明的定量分析特征。

此时的中国学者热衷于讨论中国 “富源”问题，并估计了中国 “国富”数值。在１９１５年 《中国

实业杂志》的一则短评中，刊载了根据储蓄额推断的中国富裕程度的概数。① １９３３年，《申报年

鉴》发布了１９３２年中国 “国富”估值。② 该数值一度被认为是由国人作出的中国 “国富”最早

估值。③ 可见，中国 “国富”指标的测算始于效仿国外的同类研究。在这一阶段，“国富”著述

中不仅有国家之间数值的比较，也有多方估计者关于同一对象估值的综合分析。除了介绍与比

较部分国家的 “国富”外，通过 “国富”数值进行定量分析的主题广泛但又相对聚焦，包括影

响 “国富”变动因素的分析、“国富”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证等。

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８年比较扬弃阶段， “国富”著述数量急剧减少，讨论主题少见有新的拓展。

这一时期 “国富”研究式微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学界对 “国富”作为存量指标在反

映即期生产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二是缘于同期 “国民所得”估算问题产生的

替代性影响。

（二）“国富”与中国国民财富增长问题

２０世纪中期前，国外学者曾将 “国富”用于分析国民财富的来源、测度国家经济进步水平

及国别比较、完善税收结构、修正战争赔款、比对国民收入情况等方面。④ 中国学者则借助相关

数据，阐明中国国民财富现实状况，剖判国民财富增长的制约因素，合理化配置拉动国民财富

增长的要素，并寻求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对策。简单来说，这些讨论针对的是国民财富增加与
“国富”变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 “国富”数值变动反映的国民财富增减，或国民财富增减体现

在 “国富”数值上的变动。

１９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西方国家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

下，欧美地区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所秉持的国民财富学说在中国逐渐流行。

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及古典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总量问题研究，尽管他们对财富的认识不尽相

同，但国民财富增长是他们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他们的理论视域里，经济总量提升就等于

国民财富的不断累积。由此，重农学派及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的经济学说被中国学者视为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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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之学”。① “国富”作为国民财富存量指标，与国民财富学说存在内外表里的关联。在古典经济
学衰落之后，国民财富学说及 “国富”指标在经济分析理念与技术的更新中保留了下来。随着

１９世纪初统计方法的应用，为了更好反映国家综合发展水平，“国富”在定量分析演进中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国民财富测算方法尚未被中国采纳之前，中国落后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基于主观判断。

自１９世纪末开始，一些杂志上陆续刊发 “国富”数值，直观地反映了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距。尽管当时常被学界引用的几组中国 “国富”数值只是经过粗略估算得到的，但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尤其是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学者认为，受国内外
各类扰动因素影响，中国 “国富”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拉大了与欧美国家的差距。②

早在清末，部分国人已经认识到，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限制了中国国民财富增长。发展工
商业是改变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的重要做法，工业化思想则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相较于工商业，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回报率低，在生产技术落后的情况下，易受气候条件等因
素影响，收益不确定性大。农业生产由于更难实现资本累积，造成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状
态。③ 可见，工业化思想符合国民财富快速增长的理论需求。此外，也有经济学者将中国 “国
富”贫瘠的原因归咎于大家庭制度中存在的大量非生产劳动力，④ 或是政府对民间资本缺乏必要
的保护，⑤ 又或是中国经济思想中唯独视农业为生产部门，⑥ 等等。这些观点看到了影响中国国
民财富增长的表象，但远不如工业化思想深刻。

２０世纪前半叶，“国富”类著述常见从生产视角谈论国民财富生产要素配置问题。在西方经
济学说史上，国民财富学说的演进与经济思想家对国民财富增长途径的判辨相辅相成。早期重
商主义者将贵金属视为国民财富，重农学派则将农业生产视为国民财富的来源，斯密把经济问
题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至生产领域。在中国学者看来，斯密认为国民财富不一定是某种特定的
物质，也不是某个生产部门，而是来自生产劳动。⑦ 由此观之，经济分析视角从流通领域拓展至
生产领域的前提是，厘清 “财富”与 “财富来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对于实现国民财富增长至
关重要。从 “国富”的测算项目来看，国民财富的构成要素分为非金融资产与金融资产。前者包
括土地、建筑物、家畜、矿业、水产、铁路电信及水道、船舰、家具及珍贵器皿等，后者由各
类金融机构的既纳资金、现金、外国公债等构成。不同国家 “国富”构成各异，如１９１２年美国
中央商业委员会的调研表明，自然资源、建筑物、动产在美国的 “国富”结构中各占三分之
一。⑧ 部分学者论证了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重要性。⑨

显然，此类观点已洞悉了 “财富”与 “财富来源”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国富”数据反映了经济变动的真实情况，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２０世纪初，“国

富”常用于论证西方国家国民财富增长的途径，以增加对相关问题定量分析的可靠性。�10 两次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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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大战前后， “国富”类研究成果的问世数量显著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学界通过研究 “国
富”以资备战，或论述战争对国民财富的直接影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进入经济建
设阶段，“国富”则用于分析工农业发展对策。② 由于战后中国极度缺乏生产资本，一些受到效

用理论影响的国民财富学说被译介到中国，并提出了诸如主张通过节制享乐，将资本用于购置
房产、土地乃至工厂等增加 “国富”的措施。③

不难发现，“国富”在中国近代主要用于探讨国民财富增长问题，而在反映各国发展形势、

税制改革、测算人均财富水平等方面相对次要。所以，当反映国民财富再生产能力的指标———
“国民所得”被逐渐接受后，围绕 “国富”的探讨近乎停滞。④

二、“国民所得”：财富流量指标在中国的发展与运用

（一）“国民所得”在中国的流行

２０世纪前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可译作 “国民所得”，即年度国民收入总值。受福利经济学

影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也一度被译作 “国民所得”。当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也未必全然表示
“国民所得”的含义，如在１９世纪中期的文献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的含义之一是国家财政收入，

即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在１９５３年联合国 《国民账户体系及其辅助表》⑤ 发布前，世界各国对
“国民所得”的测算极不规范，有采用生产价格者，有采用销售价格者，有的测算总值，有的估
算净值，等等。甚至在很多经济思想史著作中，“国民所得”也常与 “国富”混为一谈。作为一

项国民经济测算指标，“国民所得”用于定量分析的时间比 “国富”稍晚。

１９２４年，《中外经济周刊》刊载了美国国民经济调查会测算的１９０９—１９１８年美国 “国民所
得”数据，并附有 “国富”数值。⑥ １９２５年，《中外经济周刊》又刊发了英、法经济学者及美国

金融机构调查的 “国富”“国民所得”数值。⑦ 除上述两则资料外，其他文献主要面世于２０世纪
三四十年代。在这些 “国民所得”文献中，介绍不同国家 “国民所得”数值的著述占了较大比

重，尤其以美国为最，反映了美国在当时 “国民所得”的测算与研究方面已然领先于其他国家。
“国民所得”数值变动、调查方法、财政税收等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

从全文检索并归类计数的核心词频次来看， “国民所得”在中国近代的传播可分为两个阶

段，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及以前的介绍阶段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测算阶段 （见表２）。第一阶段相
关成果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展示美、英、苏、日等国 “国民所得”数值；二是探讨
“国民所得”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推计方法、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三是结合 “国民所得”对租
税、消费等问题进行讨论。进入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刘大中、巫宝三为代表的经济学者陆续发表
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国民所得”估算成果，标志着 “国民所得”在中国的研究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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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阶段。这一阶段关于 “国民所得”的国别研究多为结合某个专题进行论证。涉及 “国民所
得”理论方面的成果以解决估算层面遇到的实际问题为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如估算方法、

政府收支及侨民汇款的处理等。与 “国民所得”有关的讨论主题多样，且论证有一定的理论深

度，主要涉及公共财政类问题，包括财政税收、储蓄投资、国际收支等领域。

表２　 “国民所得”类文献核心词频次统计

年份 类别
核心词及词频

１—５次 ６—１０次 １１—１５次

１９３０—１９３４

国外类 苏联、各国、美国、日本
理论类 增减、工业所得、调查、国富、比较
关系类 税捐

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国外类 美国、苏联、日本、英国、意大利
理论类 理论、调查、国富、比较、方法 增减
关系类 租税、消费、保费

１９４０—１９４４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美国、各国、日本、加拿大 英国

理论类
增减、理论、统计、比较、

方法、估计

关系类
所得税、增税、费用、战费、

财政、支出、储蓄投资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国内类 中国
国外类 英国、苏联、日本、各国 美国

理论类
研究会、方法、战时、比较、凯恩斯、

政府收支、侨民汇款、计划
普查、增减 理论

关系类

工业化、借债、消费、经济恐慌、经济福利、

国际收支、农业所得、投资、资本积蓄、

国际贸易、政府储蓄、国民生产

　　　注：“国民所得”类文献检索范围涵盖 “国民所得”与 “国民收入”两种，同组核心词频数递减。

资料来源：据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文献整理。

（二）“国民所得”与中国国民财富再生产问题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解中国经济状况，一些学者和机构估算了中国战前及战时 “国民

所得”。但由于估算方法尚未规范，加之缺乏与之相关的基础性社会统计数据，不同估算者得到

的估值差距较大。① 其中，巫宝三等及刘大中的估值，因参考资料相对充分而流传最广，二者对
“国民所得”的估算涉及农业、商业、矿冶业、金融业、制造业、营造业、自由职业、公共行政

等行业。从测算结果来看，中国近代的 “国民所得”低于美、英等国，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生产

能力滞后于西方国家。农业所得占 “国民所得”比重超过６０％，说明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

国家。制造业所得占比不足１０％，反映中国工业化程度低。② 受战事等因素影响，中国战后
“国民所得”较战前有所降低，国民经济结构变动不大。③ 综括来看，中外学界先后估算出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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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近代中国 “国民所得”估值，几乎所有数值都受不同程度的质疑，据此测算战后经济建设资

本额度也莫衷一是。

中国 “国民所得”估值主要用于战后经济建设资本预算，即国民财富生产问题。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资本缺乏。① 而筹划经济建设方案的可行性思路，主要

是从已经具备的生产能力与可行的金融手段中估计一定时期内可能获取的资本累积额，然后将

资本在各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分配。② 估计一国可以使用的经济建设资金额度通常采用四种途

径：一是根据 “国富”的多少衡量建设资金的高低；二是由国民资本总额计算；三是 “国民所

得”计算资本形成额；四是从历年投资数额计算。③ 中国当时缺乏充分的 “国富”、国民资本总

额数据，而投资数据多为概数，“国民所得”数据几乎成为推测经济建设资金额度的唯一途径。

从理论上讲，通过 “国民所得”测算出可用于经济建设的国内资本额度后，其余差额可通过引

进外资补足。

经济建设经费筹集是凯恩斯 （Ｊｏｈｎ　Ｍ．Ｋｅｙｎｅｓ）储蓄投资理论的引申话题，但二者的着眼

点有所差异。中国学者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例如，有观点肯定了 “国民所得”对于经济建设

的参考价值，同时强调凯恩斯储蓄投资理论并不适用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中国。因为中国当时面

临的经济问题并不是资金无处投资，而是缺乏国民生产需要的投资资金。④ 换句话说，中国与已

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理论适用性不同。王亚南认为，吴景超、汪

馥荪、巫宝三等人依据 “国民所得”对经济建设资本的测算并不适用于尚未改造的社会。⑤ 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包括 “国民所得”在内的宏观经济数据主要用于了解社会经济状况、

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⑥ 可见，只有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才能全面地理解 “国民所

得”较 “国富”在中国得到更多应用的本质原因。

启　　示

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仅要以中国社会经济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还必须解答

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当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诉求，加之中国特有的经济制度、资源禀

赋、思想文化，对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应有的贡献度和解释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传

统经济思想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理论源头之一，蕴含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在１８
世纪影响了部分西方经济学说的形成。特别是近代以后，社会的剧烈变迁使得中国经济思想冲

破了藩篱，经济分析方法日趋丰富，经济思想开始学术化发展。

经济思想学术化发展通常表现为形成相对明确的研究范围和运用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国

民财富测算方法在中国近代的演进，显然是呈现中国经济学早期发展路径的一个侧面。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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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思想蜕变与西方经济学说交织，是经济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化发展的构成部分，与之同时
发生的还有经济分析方法的变革，而该领域最常被学术界研究所忽视，这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立足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本研究得到的启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社
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需求是推动经济学在中国近代演进的原动力，因此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是经济
学不可须臾离的面向。国民财富测算方法的演进以中国传统财富思想转型为前提。然而，不论
是传统财富思想的转型，还是国民财富指标的采纳，都以解决中国近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发展问
题为宗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各界试图通过转换社会主要
生产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清末士人最先尝试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为经济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２０世纪初期，中国学者逐渐运用相对确定的理论与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

经济学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发展态势。到了４０年代，中国学者在 “国民所得”领域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代表性理论成果。学术界在当时之所以如此关注 “国民所
得”，要旨之一是这种估算有助于认识经济建设资金筹集问题。

其二，经济思想史蕴含了丰富的理论素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如今依然
值得重视。例如，２０世纪上半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中国学者重点关注财富生产问
题，但仍有少数学者从福利经济学视角分析财富分配问题。理论上，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
阶段，贫富差距会影响社会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从而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绩效。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多元化收入分配原则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但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扩
大。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学者陆续出版了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成果。① 综合２０世纪中、后期两个
阶段的财富分配理论成果，或许有助于突破当前收入分配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瓶颈。

其三，经济分析技术的适用性是相对于特定研究对象而言的，过去的分析方法未必毫无价
值，对其进行爬梳、总结、提炼是实现经济分析技术累积的前提。２０世纪中期，由于物价波动、

统计技术的进步以及存量指标 “国富”在反映国民财富生产方面逊色于流量指标 “国民所得”，

致使针对 “国富”的研究一度进展缓慢甚至停滞。而到了９０年代，在评估经济体潜在社会经济
发展能力的理论需求下，反映财富存量水平的 “国富”以体系化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新形式出
现，其测算方法亦是测度国家资产负债的先行探索。作为长期存在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国民
经济统计指标，“国富”的项目设置也更符合历史情境中的经济结构，这对于长时段考察国民经
济统计方法变革、完善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张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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